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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中的丰城人

任华东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ｒｈｄｆｄ＠ １２６.ｃｏｍ)

摘　 要:民国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界出现了一批以丰城人为主体的雕塑艺人。 借助地缘、业缘、

体制内授徒等传承方式,在行帮的强大、民国景德镇瓷业经济的发达等多种因素助力下,这些艺人将

丰城洪州窑的陶瓷文化积淀及其木雕技艺,与景德镇的彩绘传统、福建“何派”艺术成功地融通在一

起,形成了民国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与艺术创造的新格局,培养了一批具有“谱系性”特征

的雕塑瓷传人,可以称之为 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中的“丰城现象”,其背后是技艺的传

播、交流与融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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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陶瓷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

之一,景德镇陶瓷文化与艺术传统素有“匠从八

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

雕塑技艺与艺术传承也有这个特点。 在赴景的

八方匠人中,丰城艺人格外醒目,对当今景德镇

陶瓷雕塑场域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遗憾

的是,与技艺传承的醒目相比,丰城艺人至今没

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出场率”很低,显得非

常黯淡。 仅有的少数成果多是在论述 ２０ 世纪景

德镇陶瓷雕塑发展史时对之偶有提及,未做专题

探讨,或者最多对其中的少数代表性艺人做一些

个案研究,而这些个案探讨也多集中在对曾龙升

及其世家的关注方面,仿佛丰城艺人除了“瓷雕

曾”之外再无他者,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笔者多

年前为了完成有关 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艺人

的研究,曾带领团队做过相关田野调查与访谈,

发现丰城雕塑艺人自晚清民初以来其实是一个

比较庞大的艺人群体,他们传承有序,发展至今,

影响巨大。 时至今日,学界尚未将丰城艺人作为

雕塑传承群体或者将其视为一种艺术现象来看

待,从而在“整体”而非“个体”层面上探讨这一

群体与晚清以降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的关

系,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有鉴于此,笔者抛砖

引玉尝试论之,期待引起学界对这一陶瓷技艺传

承人群体的更多关注。

１　 景德镇瓷雕界的丰城艺人与“丰城现

象”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与

艺人来说是个特殊且重要的日子。 景德镇市政

府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了“全市陶瓷美术技艺人

员第一批授予大会”,由高到低分别授予“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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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设计师”“设计员”三种职衔。 在最高级别

的 ３３ 位“美术家”中有 ８ 位来自陶瓷雕塑界,分

别是蔡寿生 (约 １８９１ 年,卒年不详)、曾龙升

(１９００—１９６４ 年)、蔡金台(１９０４—１９６２ 年)、杨

秦川 ( １９１４—１９８５ 年)、 杨 海 生 ( １９２２—１９６９

年)、毛龙汲 ( １９２８—２０１９ 年)、 周国桢 ( １９３１

年—)、王雪如(１９３８ 年—)。 除了最后 ３ 位,前

５ 位均来自丰城。 而同年被授予“陶瓷设计师”

的 ４ 位中的张新喜(１９１２—１９７４ 年) 和曾山东

(１９２６—１９９８ 年),也来自丰城[１]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首次按级别高

低对景德镇陶瓷艺人进行技术与职称的授予有

多重含义。 单就技艺成就论,由于是建政后首次

授予且去民国不远,所授艺人技艺代表了景德镇

陶瓷雕塑界在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最

高水平。 评选的两个标准之一是“代表性”,即

“评选出来的家、师、员,要名副其实地代表本行

当最高水平” [１]１８。 例如,“陶研所上报的名单

中,将中青年艺人张松茂、王锡良列为陶瓷美术

设计师,评委们仔细观看他俩的作品之后,一致

认为应该改评为陶瓷美术家,终使这两位有才华

的青年艺人获得最高职衔” [１]１８。 画粉彩的王锡

良时年 ３７ 岁,而从事雕塑创作的周国桢才 ２８

岁,王雪如更是让人惊讶,刚刚 ２０ 岁露头,与最

年长的雕塑艺人蔡寿生相比,足足差了 ４０ 岁。

这种不论年龄资历,主要看技艺水准高下的市级

艺人评选,其公信力可能不亚于当今“国字号”

的大师评比。 而像周国桢等雕塑艺术家,如此年

轻便跻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景德镇名

家之列,这在当今根本无法想象。 尤其引人惊讶

的是,在获评雕塑类最高级别的 ８ 位“陶瓷美术

家”中,竟有 ５ 人来自丰城,足见丰城艺人在当

时景德镇雕塑界的显赫地位。

除官方评选出的陶瓷雕塑美术家与设计

师,还有不少丰城雕塑高手作为业务骨干活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陶瓷研究

所、雕塑瓷厂等重要机构,有些在民国即颇为

有名。 例如绰号“拿的稳”的蔡寿元、有“盘古”

美誉的徐顺元、素有“雕塑瓷厂三老”美名之一

的何水根( １９２５ 年—) 等。 以徐顺元( １８９１—

１９６６ 年)为例,其少时随兄自丰城赴景德镇拜

师学艺,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他将浮雕、镂雕、捏

雕、圆雕结合在一起,“首次创作了一尺余长的

瓷雕«龙舟»。 上有三层楼阁,人物众多,神态

各异,门窗、桌椅、板凳、花瓶等物一应俱全,船

锚上的链子细得像发丝,可以一节节取下又一

节节地安上。 相传,这件作品曾在美国芝加哥

博览会获奖” [２]５２７,并使其声名鹊起! 但不幸

的是,“后因家祸连连而致疯” [２]５２７。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徐顺元神志虽有好转,被安排

在陶研所工作,但几乎鲜有创作。 倘若未精神

失常,其艺术成就应会更大。 徐顺元于 ２０１１ 年

被追认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被录入 １９１１ 年后已故陶瓷类作品限制出境名

家名单。 后半个世纪仍有如此地位,可见其当

年在景德镇雕塑界的影响!

自晚清以降,如果将出生于 １９ 世纪末,以

蔡寿生、蔡寿元、徐顺元等为代表的雕塑艺人

看作移民景德镇的第一代丰城艺人,那么出生

于 ２０ 世纪初并移民景德镇的丰城人曾龙升、蔡

金台、杨秦川、杨海生等则可算作第二代。 此

后,丰城艺脉的传承衍变首先体现在其 “血

缘—家族”传承上。 例如 １９５９ 年,同获“陶瓷

美术家”称号的蔡寿生与蔡金台,既是叔侄,也

是师徒。 再如,１９９４ 年景德镇市政府授予了 ２４

个“陶瓷世家”,与雕塑技艺传承相关的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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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世家”与“张正海世家”,均为丰城籍。 前

者的传承谱系为“曾龙升—曾山东—曾纪荣—

曾锐”,谱系清晰,传承有序。 曾龙升作为“陶

瓷曾”的创始人,与天津“泥人张”、佛山“陶塑

刘”并称,是业界公认的陶瓷雕塑大家。 后者

传承稍显复杂,但丰城艺脉特征更为明显。

２０１０ 年获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的张正海

(１９４５ 年—),其母蔡陆英是蔡金台之女,继承

蔡家技艺,擅长镂雕;其父张新喜,早在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初便受业于徐顺元门下。 父母双方

技艺均出自丰城名家,张正海自幼秉承家学,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进雕塑瓷厂做工,将镂雕、捏雕、堆

雕、圆雕等技艺融汇一体,可谓“根正苗红”的

丰城艺人之后(根据张正海访谈及录音整理。

访谈人:聂静、李晓明。 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地点:景德镇雕塑瓷厂张正海工作室)。

世家传承之外,受“地缘因素”影响,曾龙升

等丰城艺人也将其技艺传授给同样来自丰城的

学徒,这些弟子无论籍贯还是师承均与丰城关系

密切。 例如,前述陶瓷美术家杨海生,９ 岁离开

丰城赴景德镇当学徒,拜同乡名家蔡寿生为师。

再如,前述“雕塑瓷厂三老”之一的何水根,１２ 岁

随母自丰城去景德镇,先师“拿得稳”———蔡寿

元,后与曾山东一起拜师曾龙升,擅长圆雕。

１９８２ 年,何水根与曾山东等人担任大型人物组

雕«水浒 １０８ 将»(图 １)的设计总指导,该组雕作

品被国外报刊誉为“世界陶瓷史上的创举”。 与

曾山东一样,何水根同样将雕塑技艺以“血缘—

家族”传承的方式传与其子———何德明。 民国

中后期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丰城

艺人后代,虽多出生于景德镇,但从籍贯到技艺

传承仍不脱丰城艺脉。 再如,与何水根齐名擅长

圆雕的蔡敬标(１９２６ 年—),虽生于福建,但祖籍

丰城,１９３７ 年来到景德镇,师从蔡雨生,也可算

作丰城艺脉的地缘传承。

图 １　 «水浒 １０８ 将»之«宋江»

　 　 地缘因素之外,丰城艺脉的传承与“业缘”

也密不可分,也就是虽无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因

专事于同一行业而成为师徒。 这种方式在民国

即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似乎更为普遍,

大概与各行业的国有化改造与体制化建构有

关[３]。 例如,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龙升、杨海

生、杨秦川等丰城名家多供职于陶瓷研究所,曾

山东、何水根、张新喜等则长期在雕塑瓷厂工作。

这些丰城艺人曾在组织安排下亲收或指导过不

少徒弟。 体制内的技艺传承,既有基于血缘,更

有出于业缘的传授,只是与民国稍有不同,许多

授徒行为可能来自体制与组织的规约与安排。

例如,２００３ 年获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涂金

水(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５８ 年,涂金水自景德镇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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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陶研所工作,拜师杨秦川,

并得曾龙升、杨海生亲授①,擅长镂雕,兼擅捏

雕、圆雕与浮雕。 与涂金水同期进入陶研所的景

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生杨苏明(１９４０ 年—),则师

从杨海生专事捏雕技艺②,２００５ 年获评“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 再如,为拜师陶研所的丰城名家

曾龙升而自愿弃职景德镇陶瓷学院,调陶研所工

作的张育贤(１９３８ 年—)③等。 １９５８ 年,蔡金台

调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作,指导过很多景德镇陶瓷

学院学生。 这些学生有一些本身就是丰城人,例

如,１９９７ 年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丰城

人熊钢如(１９４１ 年—),２０１０ 年获授“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的聂乐春(１９３７ 年—)等。 还有一些

学生来自其他地方或籍贯,例如刘远长(１９３９

年—)等也曾受教于蔡金台④,现如今已是景德

镇陶瓷雕塑界的领军人物。

综上不难发现,受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影

响,采用世家传承、私人与体制内授徒、学校教育

等传承方式,在晚清以降百年景德镇陶瓷雕塑技

艺与艺术传承中,丰城艺人绝不只是一两位艺

人,而是一个规模很大、传承有序、发展至今的雕

塑艺人群体,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丰城艺

脉”。 毫不夸张地说,“景德镇的陶瓷(雕塑)名

扬世界,丰城博士应是功不可没!” [４]。 由此,我

们不妨将这一群体及其艺脉称之为 ２０ 世纪景德

镇陶瓷雕塑传承中的“丰城现象”。 那么,这一

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２　 丰城“洪州窑”、木雕传统及其与“何

派”瓷塑的融合

　 　 丰城位于江西省中西部的宜春地区。 东汉

建安十五年(２１０ 年)析南昌县南境置富城县,晋

太康六年(２８５ 年)改称“丰城”,沿用至今。

１９７７ 年,丰城传出考古捷报,唐陆羽«茶经»

中提及的“洪州窑”在此地被发现,经深入发掘与

研究“证实其是南方青瓷发祥地之一” [５]。 洪州

窑,“创烧于东汉,历经三国、两晋的发展,逐渐进

入南朝兴盛时期,至隋唐进入全盛时期,产品贡运

京师,远销海外,位入当时全国六大名窑之列,直

至晚唐五代” [５]。 洪州窑的熊熊窑火延烧 ８００ 余

年,窑址连绵 ４０ 万平方米,许多先进工艺也属陶

瓷工艺革新的典范,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５]。 例如其拉坯成型与烧制技术早在东

汉晚期就已非常发达,已出现“马蹄形窑炉”,并

且“直至晚唐时期,洪州窑一直使用‘龙窑’焙烧

青瓷,也是最早使用‘阶级龙窑’的窑址” [５]。 另

外,早在东晋晚期至南朝以后便改“明火叠烧”为

“匣钵装烧” [５]。 生活用具的装饰常采用刻划、压

印等手法,与景德镇宋朝雕刻风韵颇为神似。 尤

其在日常器皿之外,洪州窑雕塑类随葬明器也水

平极高,堆贴、捏塑、镂空等雕塑技艺精湛。

宋元以后,由于战乱、材料匮乏、景德镇崛起

等诸原因所致,丰城“洪州窑”逐渐没落。 但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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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涂金水访谈及录音整理。 访谈人:任华东。 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地点:涂金水部所公寓。
②根据杨苏明访谈及录音整理。 访谈人:周雯娟、王卓轩。 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７ 月 ３１ 日。 地点:

景德镇杨苏明部所宿舍、工作室。
③根据张育贤访谈及录音整理。 访谈人:杨悦。 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７ 月 ２７ 日分 ４ 次访谈。 地

点:景德镇张育贤部所工作室、宿舍楼。
④根据刘远长访谈及录音整理。 访谈人:任华东、周明聪。 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地点:景德镇雕塑

瓷厂刘远长艺术馆。



余年积淀的陶瓷工艺尤其是雕塑技艺被其木雕艺

人发扬光大,丰城由此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木雕

之乡”,“丰城木雕”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列入江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且注重传承发展,精品迭出。

如在中国第 １５ 届根石艺博览会上荣获全国最高

奖“刘开渠根艺”金奖的木雕作品«春耕»(图 ２)。

而丰城木雕中的镂雕、浮雕、通雕等富有特色的技

法,融入瓷雕(瓷塑)艺术中,从当年的洪州窑传

承到如今的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中[４]。

图 ２　 «春耕»

　 　 清中后期尤其是进入晚清民国阶段,以蔡寿

生、徐顺元、曾龙升等为代表的丰城艺人迁居景德

镇,进一步促进了丰城木雕技艺与景德镇传统制

瓷技艺的融合。 例如,生于丰城万安县百嘉镇瑶

堆曾村的曾龙升,出生在木刻之家,“是家中最小

的儿子,父兄均以油漆木刻业为生”。 也许受洪州

窑悠久雕塑文化与家族木雕技艺耳濡目染影响,

曾龙升自幼“喜爱涂壁塑泥”。 １９０９ 年(另有一说

认为曾龙生 １９１４ 年到景德镇学艺,见石奎济、石

玮编著的«景德镇陶瓷词典»,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２９ 页),他 “跟随叔父来到景德

镇” [６]。 经过不断地学习与融合新技,以他为代

表的丰城籍艺人将丰城“木雕技法与景德镇传统

制瓷工艺的有机结合” [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景德镇明清时期“重彩轻塑”的状况。 如其创作

的作品«豆青釉儿童团长瓷塑台灯»(图 ３)和由其

主创的集体创作作品«瓷雕大龙船»(图 ４)。

图 ３　 «豆青釉儿童团长瓷塑台灯»

图 ４　 «瓷雕大龙船»

　 　 当然,这种改变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

此过程中,丰城镂雕、浮雕等雕塑技艺与来自福

建的“何派”瓷塑艺术的交流融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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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派”是指活跃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福

建德化瓷塑大家何朝宗(按:一般认为其生卒年为

１５２２—１６００ 年)创立的瓷塑艺术风格及其流派。

何朝宗的瓷塑作品,博取各家之长,吸收泥塑、木

雕和石刻造像的各种技法,结合瓷土特性,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何派”艺术[７]。 “何派”陶瓷雕塑以

“白瓷圆雕”为主,多取材神仙佛道,明后期曾鼎

盛一时,天下共宝。 入清后随着景德镇釉上彩料

的日益丰富,如康熙五彩的发明、粉彩的出现、雍

正自制珐琅料的研制成功等,尤其是粉彩装饰技

艺与风格在乾隆时期日趋成熟与繁缛华丽,在皇

家的极力推崇与社会风尚追慕下,影响所及使景

德镇的“彩塑瓷”在清中期后逐渐取代了何派“白

瓷”雕塑,“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瓷塑产区……德化

瓷的主流产品则由瓷塑转向日用品” [８]。 至清末

民初,德化瓷雕业已非常惨淡。 例如“德化瓷雕艺

人吴木森在长期失业的情况下,气的把家传财

产———模具砸碎;而以能烧制仿青铜瓶爵著称的

林玉树,竟然被迫靠拉‘洋车’苦熬度日” [９]２９。 德

化瓷塑的式微加之清末民初仿古风气渐盛,使“许

多福建瓷塑艺人相继到景德镇,在福建会馆等处,

仿造‘天下共宝’何朝宗瓷塑作品。 题材多为观

音、达摩、如来等佛像” [１０]。 这些艺人中就包括

１９１３ 年才来到景德镇,擅长圆雕技艺,只用几年

工夫便在瓷都声名鹊起的福建何派后人———游泽

长(１８７４—１９２２ 年,又名游长子)。 «中国的瓷器»

一书称“民国时,雕塑以福建游蛮子(或作游长

子)为最著。 每一器出,风靡中外,人争取售。 景

德镇所有雕瓷艺人,也群起仿效” [１１]。 只是游泽

长辞世太早,迁居景德镇前后不到 １０ 年。 但也正

是这短短数年,他破除门户之见开门授徒,将曾龙

升等丰城艺人招至门下。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活

跃在景德镇瓷雕界的高手名家,如徐顺元、蔡寿

生、蔡金台以及他们的后学曾山东、何水根、蔡敬

标、刘祖燃、张新喜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师承或受影

响于游泽长,在丰城人擅长的镂雕、浮雕、捏雕等

技艺基础上,将来自福建何派的圆雕技艺吸取与

融汇进瓷雕技艺中。 如蔡寿生的作品«涩胎雕刻

云龙笔筒»(图 ５)。

图 ５　 «涩胎雕刻云龙笔筒»(局部)

　 　 至此,在艺人迁移、技艺传播与艺术融通的百

余年时间里,丰城瓷雕艺人将景德镇的彩塑艺术、

福建何派的圆雕技艺、丰城的木雕技艺融合在一

起,并以世家传承、地缘与业缘传承等方式将之发

扬光大,形成了绵延近百年的丰城艺脉与谱系。

正如有学者所言,“民国时期,以福建何朝宗传人

为代表的瓷塑艺人和以丰城木雕艺人为代表的两

帮民间艺人先后来到景德镇,在清代遗风的基础

上建立了景德镇陶瓷雕塑新的表现形式” [７]。 不

过有意思的是,除了福建人游泽长名气较大外,大

多数景德镇陶瓷雕塑名家几乎均出自丰城。 其中

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丰城帮”在民国时代景德镇

琢器业中地位的显赫是重要原因之一。

３　 “杂帮”中的大帮:民国时期的“丰城帮”

　 　 曾 长 期 就 职 景 德 镇 雕 塑 瓷 厂 的 杨 珑

(１９２７—１９９３ 年)回忆民国时代景德镇陶瓷雕塑

业,“籍贯上以丰城人为主体,也有少数福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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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人……当时雕塑业不带都、抚人为徒,而都抚

帮也不能带丰城人学艺,久而久之,形成了各自

的生产垄断” [１２]５８９。 这种垄断让初入景德镇的

外乡人常常很难立足。 以前面提到的福建人游

长子为例,其初入景德镇时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封建势力和帮派权势的欺压,迫使他后来只得

投奔同乡人开办的‘福建会馆’方寻立足之处,

最终不幸于 １９２２ 年患当时难治肝病早逝” [９]２７。

“丰城帮”是明中后期随着瓷业分工与资本

主义萌芽的出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

的景德镇“２６ 杂帮之一”。 据相关研究,“清代

前半期,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瓷业的

高度发展,带动城市百业兴旺。 各地旅景同乡会

先后建立,各大行业逐步形成垄断。 都昌人的

‘都帮’垄断了圆器和烧窑业。 徽州人的‘徽帮’

垄断了主要商业和金融业。 而城市其他大小行

业(有瓷有商)则由都、徽二帮以外的各籍人所

包揽。 其时浮梁县保甲局(原为支应局),为了

便于按三大块征收捐税,把都、徽二帮以外的工

商业 者 统 称 为 ‘ 杂 帮 ’。 这 就 是 杂 帮 的 由

来” [１３]５６２。 在 ２６ 杂帮中,“抚州帮”独大,“民国

初年,全镇琢器窑户有 ７００ 多家,其中抚帮经营

的达 ６００ 多家” [１３]５６３。 剩下的杂帮中,“丰城帮”

又是大帮之一,与之相比,“福建帮”在琢器业中

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各籍人士在景德镇多设有“会馆”。 会馆是

杂帮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景德镇包括“丰城会馆” (图 ６)在内有杂帮

“所建的会馆共有 １７ 所” [１３]５６３。 １９３０ 年之前,丰

城人主要依托“南昌会馆”,尚未独立。 南昌会

馆,“建于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进贤、

丰城、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八县同乡筹资共

建” [１４]。 从丰城会馆迟至 １９３０ 年才成立且其他

大部分会馆“均建于清代”的记载来看[１３]５６４,虽

然丰城艺人明清以来就有移居景德镇的传统,但

“丰城帮”在景德镇地位的大幅提升应是进入民

国以后的事。 不仅仅因为会馆的主要作用“是

联络乡亲,增强团结,帮助旅景同乡解决纠纷,解

决就业以及其他一些临时性困难,向社会举办一

些公益事业或慈善事业,如修桥铺路、兴办学堂、

施舍棺木等” [１３]５６５,没有一定的同乡规模与经济

实力,“会馆”便难以形成,而且因为在 １７ 所杂

帮会馆中,以“县”的名义兴建的只有包括“丰城

会馆”在内的 ５ 所,其余皆是以大于县的“省”

(如福建会馆等 ４ 所)、“府” (如抚州会馆等 ６

所)、“毗连地区合建” (广肇会馆、苏湖会馆 ２

所)名义所举办[１３]５６３－５６４。

图 ６　 民国时代的丰城会馆

　 　 以“县”之实力从“南昌府会馆”中独立出

来,说明晚清民初至民国中期的这 ３０ 余年间,丰

城人在景德镇的数量与势力应有较大规模的增

长。 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由于不满琢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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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会在摊派捐税中偏袒杂帮中的最大派别

“抚州帮”,以丰城人陈菊生为首的杂帮其他力

量联合起来通过艰苦努力甚至不惜被捕入狱,最
终打破了一个行业中只能有一个同业公会的惯

例,成立了“琢器业协进会”,公推陈菊生为干事

长。 于是在景德镇出现了从抗日战争始到解放

时止,琢器业有两个组织并存的“非常规” 现

象[１５]。 此事可见,至迟至民国中期,把持雕塑业

的丰城人在景德镇琢器业乃至社会上已有相当

影响。 景德镇陶瓷雕塑界逐渐形成了“籍贯上

以丰城人为主体”, 包括 “少数福建和都昌

人” [１２]５８８,并以丰城名家徐顺元、蔡寿生、曾龙升

等为代表的雕塑瓷创作与生产格局。
另外,晚清民初之际,“丰城艺人”在景德镇

势力大增除历史上有这种外乡人移民以瓷资生

的传统外,清末民初景德镇瓷业贸易的逐年发

达,也是他们齐聚于景德镇的重要时代与商业背

景。 刘新园先生据吴宗慈«江西通志稿»载清末

民初景德镇瓷器外运量计算得出四个时期的年

均值(表 １)。
表 １　 清末民初景德镇瓷器外运量

单位:担　

年代 数量

同治 １６ ７８１

光绪 ３０ ４６７

宣统 ５９ ５７６

民国(二战前) ７１ ３０６

据此可知,饱受太平天国战乱影响的景德镇

瓷器外运量在战后逐年稳步增长,尤其在民国时

景德镇瓷业生产较晚清更为发达。 虽然“由于国

外瓷器采用新机器进行批量化生产,其生产成本

远低于国内的手工制瓷,使得景德镇瓷器的市场

竞争力难以与其匹敌,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洋瓷

的输入主要以日用瓷为主” [１６]２１。 因此“在洋瓷倾

销国内市场的同时,景德镇瓷器也有运往国外销

售的,尤其是艺术瓷的销售数量较为可观” [１６]２４。

杨珑在«雕塑业»一文中载,民国时期丰城艺人的

雕塑瓷“主要远销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相同于现在

的出口瓷(当时叫洋装)。 这类瓷器销路很大,而

且价格昂贵,一般由老客户订货” [１２]５８８。 另据«江

西之瓷业»载,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３３ 年间,江西瓷器外销

在“丰城会馆”成立(１９３０ 年)前的 １９２８ 年左右形

成一个小高峰。 先是 １９２６ 年突破 ８ 万担(８２ ６１２

担),１９２７ 年突破 １０ 万担(１０３ ０６５ 担),１９２８ 年达

到 １１０ ４８４ 担,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２７ ８６０ 担,创民国二十

年间江西外销瓷最高纪录,而这些外销瓷以景德

镇瓷器为主[１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船运瓷器包装材

料———稻草的情形(图 ７)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瓷

器的销量巨大。 刘新园认为这是窑业兴盛、市场

广阔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对外界的吸引力

应当不小” [１８]。 而从地域上说,丰城人移民景德

镇谋生相较福建人要便利得多。

图 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船运瓷器包装材料———稻草

４　 结束语:兼谈丰城艺人对 ２０ 世纪景德

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的贡献

　 　 总之,２０ 世纪上半叶,景德镇陶瓷雕塑界出

现了一大批以“丰城人”为主体的雕塑名家与艺

人。 他们不仅左右着民国时代景德镇的瓷雕生产

与创作,而且对 ２０ 世纪中后期也影响甚巨,培养

了一大批雕塑瓷传人,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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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陶瓷雕塑技艺传承的“丰城现象”。 考察这种

现象发现,它的形成其实是多种因素所致且经历

了漫长过程。 始于东汉绵延 ８００ 余年的“洪州窑”

制瓷技艺、宋元以来悠久的木雕传统、明末清初以

来陆陆续续的移民以及在移民过程中与福建“何

派”雕塑艺术的融合、晚清民国时丰城帮在琢器业

中实力的大增、此时期景德镇瓷业贸易的逐步繁

荣等皆是造成“丰城现象”出现的原因。

那么丰城艺人对 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技

艺与艺术传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简而言之,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城人迁居景德镇的过程,也是以镂

雕、浮雕等技法为特色的丰城木雕技艺的传播过

程,这些技艺与福建“何派”圆雕技艺的融合,极

大丰富了 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的技法,对景

德镇明清以来陶瓷雕塑“重彩轻塑”的历史面貌

有很大改善。

第二,在这一基础上,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也

“逐步改变了清代陶瓷雕塑以附着在器形上为

主的表现风格……从被动的雕琢转向主动的塑

造” [７]。

第三,由于丰城籍艺人在民国景德镇琢器行

业中的“大帮”地位,并涌现出了徐顺元、蔡寿

生、曾龙升等代表性丰城艺人,借助地缘、血缘、

业缘及体制内授徒等技艺传承方式,逐渐形成了

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中的丰城“人

脉”与“艺脉”,形成了传统雕塑艺术领域中谱系

化传承与“丰城现象”。 当然,发展至今,这种

“丰城现象”早已无法单纯用“籍贯”这种单一视

角进行分类与评价,其谱系成员、结构及其传承

方式早已变得非常多元与灵活,形成了广义或者

说泛化的“丰城艺人”。 技艺的传播、交流与融

通构成了“丰城艺人”的核心精神。

第四,２０ 世纪景德镇陶瓷雕塑技艺与艺术

传承从“历时上”先后经历了传统、现代与当代

三个发展阶段,在“共时上”形成了当今“传统陶

瓷雕塑”“现代陶瓷雕塑”与具有“当代性风格”

的陶瓷雕塑三足鼎立的格局,而“丰城艺人”及

其“艺脉”则是“传统陶瓷雕塑”领域的代表。 他

们将传统陶瓷雕塑艺术的“古典之美”在继承前

人基础上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 如杨海生的作

品«白菊郎红釉捏塑瓷盘» (图 ８)。 所谓“古典

美”的基本审美特征包括:材质上的以“瓷”为

主;工艺上讲究精工细作,带有明显的技术倾向;

装饰风格上,与现代及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相比,

相对比较倚重“色彩”装饰;在造型上讲究各部

位的均衡、对称、完整统一。 这些特点导致,传统

陶瓷雕塑艺术在整体审美风格上,具有莹润精

细、华美端庄、和谐匀称的古典之美,与现代陶艺

所追求的具有材料实验性与不避缺陷表达的

“现代美” [１９],以及追求观念性表达的“当代陶

瓷雕塑艺术” [２０]在风格上大异其趣。 如周国桢

的现代陶艺作品«雪豹»(图 ９)和黑月的当代艺

术作品«药丸系列之一»(图 １０)。

图 ８　 «白菊郎红釉捏塑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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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雪豹»

图 １０　 «药丸»系列之一

　 　 可以说,作为当下景德镇陶瓷雕塑领域的重

要代表,丰城艺人在传统陶瓷雕塑技艺与艺术传

承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带有技艺传承的谱系化

与绵延化特征,实配“丰城现象”之名,应当引起

学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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